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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減緩土地產權細碎化成效

之評估—以嘉義縣為例 
丁秀吟 *、林子欽 **、劉佳欣 *** 

摘  要 

農地細碎是許多國家長期關注的農地利用課題，也被認為是最古老的農業問題。農

地重劃被視為是解決細碎問題的良方，過去研究已證實於重劃完成時點，農地細碎分散

問題確實可以改善，也會達到部分產權單純化的成果。本研究立基於此，使用嘉義縣超

過十萬筆的農地重劃區資料，運用二階段的實證方法，探討實施農地重劃解決農地面積

細碎、分散及產權複雜問題之後，這些農地於日後在面積與產權的變動狀況。實證結果

發現，較早施行農地重劃的農地，產權複雜情形相對於較遲重劃的農地而言，會趨於單

純，但面積則趨於狹小。此結果與「農地產權隨時間經過而複雜」的說法相異，顯示共

有的產權結構在重劃區未必會持續，而是透過分割為更小面積的農地坵塊以單純化產權

的持有。此外，農地重劃完成時的面積與產權狀態，將成為日後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

雜發展的基礎。表示農地重劃的成效，在農地面積細碎面向，雖無法持續維持重劃當時

的成果，但在重劃完成時農地坵塊面積較大的重劃區，即使隨時間而變得細碎，也可以

保留住較大面積的農地坵塊。而在產權複雜面向，雖然所有實證地區內的重劃區產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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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單純，然農地重劃完成當時，產權較複雜的重劃區，隨時間經過，產權仍維持相對

較為複雜的狀態。 

 
 
關鍵詞：產權複雜、農地細碎、農地重劃、赫芬達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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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減緩土地產權細碎化成效

之評估—以嘉義縣為例 
丁秀吟、林子欽、劉佳欣 

壹、前言 

農地耕作面積細碎被認為是造成臺灣農業結構性問題：生產規模過小、生產成本過

高及農民所得偏低的主要原因 (林國慶，1994；毛育剛，1998)，是導致農業難以永續發

展的要因 (林志謙，2018)。此種結果來自於早期農地改革扶植大量自耕農，也來自於傳

統多子繼承，以及高價格農地具保值功能等觀念 (楊松齡，2017；莊谷中，2019)。臺灣

在 1949 年推行農地改革之前，不良的農地租佃制度，使得農業生產力不佳、農村貧窮問

題嚴重。為改善農家經濟條件，貫徹耕者有其田的農地政策，1949 至 1953 年的一連串農

地改革，成功地讓多數的農家都擁有一定面積的農地所有權。隨農地所有權人短期大量

成長，農地面積狹小及分散  (scatter) 的情形更加嚴重。臺灣另一種農地細碎  (land 

fragmentation) 問題是農地共有產權的複雜性。為維持農地的完整與單純產權，在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長期規定耕地不准分割也不能移轉為共有之原則，凸顯共有產

權的複雜問題在農地利用與農業發展的重要性。由於農地破碎度愈高，愈不利於農業生

產，也會增加轉用為非農使用的機率 (陳維斌等，2016)，這些長期累積的現象，大大影

響現行臺灣的農地利用。 

臺灣早期為解決農業生產環境缺乏農水路及農地細碎問題，1958 年開始實施農地重

劃 (land consolidation)，主要目的為：1.農業機械化、2.農場標準化、3.水利現代化、4.

鄉村都市化 (張維一與張桂霖，1984)。其中農場標準化是利用標準坵塊的設計，針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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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時耕地面積狹小、田埂多、施肥不易等問題，透過重劃進行整理、區劃與交換分合，

集中個別農民分散的農地坵塊。並規劃興建適當的農水路，重新配置較具規模經濟的農

業生產相關設施，以改善農場結構，發展機械耕作，進而達成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與農

業生產結構的重新組織 (丁秀吟，2006)。最後達到提升農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業生產量

並增加農民所得之目標。 

臺灣於 1962 至 1971 年間針對優良水田，大規模進行約 30 萬公頃的農地重劃 (于宗

先等，2004)，以改善農路及灌排水條件、集中農地坵塊、釐清地籍及產權混亂不清等問

題 1。在傳統農業社會觀念下，農地扮演農家的家族象徵與財產中心的角色。歷經代代相

傳，農地耕作面積可能因繼承分割變得細碎，也可能因不願或無法分割，而以持分共有 

(joint ownership) 的形式傳承下來。國外研究多著重在農地因分散而導致的農地細碎問

題，以及透過農地重劃的改善建議。臺灣在此類農地細碎課題上，農地重劃的施行確實

改善了部分問題，但隨社會環境的變遷，其成效能否持續，有待進一步檢視。 

一般而言，農地的物理屬性 (土壤、氣候等) 是決定農地生產力的關鍵，但在私有財

產權的社會，財產權左右農地生產力的程度甚至大過其自然條件。例如相較於農地租賃，

所有權的產權型態使農地持有者更有意願維護農地的永續性、增加改善地力及投資設備

與設施的機會，進而提高農地的使用效率及生產力 (Feder and Feeny, 1991; Sklenicka et al., 

2009)。另一方面，私有產權也是造成農地細碎的主因，這個被稱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農

                                                                                                                                                         
1 臺灣於 1958 年試辦農地重劃獲得良好的成效，於是在政府積極投入農地改良之支持

下，1960 年代大規模辦理農地重劃，也使得農作物產量快速成長。1980 年代臺灣經濟

發展由農業轉向工業，加上國民所得提高、農產需求改變、國際農業市場轉變等因素，

國內農業生產結構隨之變動，農產業趨向多元化。以水田為主要對象的農地重劃需求

漸緩 (丁秀吟，2006)。另一方面因大部分水田地區多已完成農地重劃，以及重劃經費

有限的條件下，縮減了政府辦理農地重劃的面積規劃 (劉健哲，1997)。1990 年以後每

年所辦理的農地重劃面積從 3,000 多公頃一路減少，到了 2000 年以後每年辦理面積已

不到 1,000 公頃，2005 年則只辦理了約 2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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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問題 (King and Burton, 1982; Bentley, 1987)，長久以來都是探討農地利用與農業生產時

的重要課題。 

所謂「農地細碎」，在相關文獻的討論中，並沒有一致性的定義 (Van Hung et al., 2007; 

Hartvigsen, 2014; Ntihinyurwa et al., 2019)。過去的文獻多將農地細碎界定在農地分割 

(subdivision) 或重分配 (redistribution) 造成的小面積、坵形不佳、農地坵塊分散等具體

可視的細碎結果，這也是最常被使用的定義。此外，以持分 (undivided fractional shares) 方

式共有一塊農地，實質上不可分割 (indivisible)，亦是農地細碎的一種型態 (King and 

Burton, 1982)。Sklenicka et al. (2017) 就認為一農地坵塊的共有人數 (co-owners) 持續增

加，是一種農地細碎的過程。此種因共有產權而形成的農地細碎，本研究將其稱為農地

產權複雜。 

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都是影響農地利用決策與農地市場交易的重要課題，但

後者往往被簡單地歸因於是繼承制度所造成的結果 (楊松齡，2017)，忽略社經發展可能

也是造成產權複雜的影響因素。少數有關產權複雜的研究往往受限於農地產權資料取得

不易，僅能以特定的小範圍地區進行研究 (邱鈺婷，2015；林志謙，2018)，難以進行有

效的實證分析。本研究基於超過十萬筆辦竣農地重劃之農地資料，以及農地地籍的現況

資料，期能從實證的角度，藉由計量的分析方法，對現行農地存在的坵塊面積與產權二

個與農地細碎密切相關的現象進行分析。故本文之研究目的為：一、藉由客觀的數據分

析，探討農地重劃是否如多數文獻所期待，為解決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等問題的良

方。二、進一步檢視已辦理過農地重劃的農地，在日後的農地細碎問題上是否已獲得紓

解，而有助於農地利用脫離農地細碎的干擾，以供未來分析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議

題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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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農地細碎是私有產權制度下的結果，最常見的是農地分割成為多個所有權的細碎 

(land ownership fragmentation) 型態，此通常伴隨著農地面積狹小的問題 (Farmer, 1960; 

King and Burton, 1982; Latruffe and Piet, 2014; Kadigi et al., 2017; Ntihinyurwa et al., 

2019)。多數文獻分析農地細碎的形成原因，以及農地細碎對農業生產或農地利用造成的

影響。King and Burton (1982) 將農地細碎的原因區分為社會文化 (sociocultural)、經濟過

程 (economic processes)、自然實質因素 (physical) 及操作因素 (operational) 等四大類

型。說明在均分繼承制度的文化下，一旦開啟了農地細碎之門，在每一個後續的世代，

農地將會呈等比級數細碎。另外人口成長及農家債務的產生、產業型態改變及耕作技術

進步所增加的農地需求、糧食短缺以及農地價格上漲增加小面積農地的交易等，這些都

會提高分割農地出售的機會。Bentley (1987) 則認為農地出售、社會習俗及法規命令與人

口成長等因素也是導致農地細碎的原因。此外，農地政策決定農地交易制度，故經濟與

農業政策也被認為是影響農地細碎的要素 (Van Dijk, 2003)。而小農可能因購買農地的能

力增加而擴大農場經營面積，卻因難以購得毗鄰之農地，長期下來小農的農場可能隨時

間擴大，但各農地間分隔造成面積變得細碎 (Bentley, 1990)。 

農地重劃基於農地細碎是農業生產與農地利用的負面因素之假說下，被視為是解決

農地細碎的重要政策與工具 (King and Burton, 1982; Bentley, 1987; Van Dijk, 2003; 

Niroula and Thapa, 2005; Van Hung et al., 2007; Skelnicka et al., 2009; Kawasaki, 2010; 

Hartvigsen, 2014; Sklenicka, 2016; Ntihinyurwa et al., 2019)。從解決農地細碎問題的觀點，

完成農地重劃是否就可以解決所有的農地細碎問題，或農地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不再細

碎，是實施農地重劃時應關心的課題。 

此外，農地產權複雜雖被認為是一種農地細碎的形態，但有學者認為農地產權共有

可以降低農地被分割為更細碎的機會，有利於維持一定面積的農地利用 (King and Bu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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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Bentley, 1987)，但也可能導致共有農地的不效率生產 (Farmer, 1960)。在 Vander 

Meer (1975) 對臺灣農地的研究中發現，臺灣農地的共有產權型態可抑制農地細碎分割，

同時不損害農業生產效率。即使有這些優點，共有農地的各種決策需共有人的同意而不

易達成共識，使共有產權不受個別所有權人所喜愛。從財產權觀點來看，Demsetz (1967) 

認為一個人若要在共有產權 (communal ownership) 的結構中獲得最大利益，可能受到個

人行動所產生的成本與其所有的權利持分不對等之影響，使共有人必須在共有土地中投

入更大的努力，以負擔其他工作太少的共有人所產生的成本。若要使每個共有人都付出

相對應於其所擁有持分的努力，那麼必須在交易成本非常低的條件下，才能達成共同的

協議。農地共有產權通常發生於繼承，或產權不容易分割的小農場，相較於個別產權，

共有產權在移轉時的成本更高 (Holderness, 2003)，造成農地荒廢及不效率利用的機會也

愈高。 

Vranken et al. (2011) 認為共有產權是不完全財產權 (imperfect property rights)，會增

加農地的決策成本，進一步影響農家的獲利。其利用多項羅吉特迴歸 (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分析 1990 年代保加利亞 (Bulgaria) 土地改革時的 700 個農家的農地利用決

策。實證結果發現農地共有人數愈多，確實提高農戶對農地利用做出放棄耕作，或將農

地出租給合作農場 (large-scale cooperatives) 等次佳農地配置決策的機率。另外，Sklenicka 

et al. (2017) 對捷克 (Czechia) 進行長達 230 年農地細碎因素的研究中，以每年平均坵塊

面積的變動及每 100 公頃所有權人數的年變動率，衡量農地細碎的變化。該實證結果發

現，現今農地所有權配置的關鍵因素決定於 18 世紀中期的所有權結構。 

農地細碎是一個古老且複雜的土地問題，多數研究認為農地細碎造成農業生產不效

率、農產量降低等負效果。而對農地細碎的成因研究仍以所有權細分的農地面積細碎類

型為主，多將農地面積細碎歸因於土地均分繼承制度與人口成長，並相信農地細碎問題

會隨世代交替而加遽。在少數分析產權複雜的研究中，證實產權細碎問題的重要性並不

亞於面積細碎所帶來的農地不效率利用。但在方法上，可能基於產權資料的取得不易，

而多以小規模的問卷或訪談方式進行現況分析。農地細碎是一個長期變動的結果，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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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有助於釐清農地細碎問題的形成。故本研究以農地面積細碎與農地產權複雜為主

軸，架構於長達 50 年的農地重劃區資料之上，對臺灣農地細碎的形成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期能提供客觀的證據以為該課題的分析基礎。 

參、資料說明與研究方法 

一、衡量農地產權複雜之方法 

本研究所謂農地產權複雜程度，是指一農地坵塊共有情形的嚴重程度。當一農地坵

塊由愈多人共同持有，則產權會愈複雜。有關農地產權的衡量，趙岡 (2005) 借用衡量所

得分配的吉尼 (Gini) 係數，分析農業社會背景下，中國傳統農村土地產權分配的集中程

度。農地吉尼係數值介於 0 與 1 之間，愈接近 0 表示農地產權愈趨分散，愈接近 1 則是

愈趨集中。吉尼係數表示的是一地區的土地是否均勻地由該地區的地主持有，無法檢視

單一土地的產權是否由多人共有之情形，因而無法分析一地區的產權複雜程度。 

Bird (2007) 認為原本經濟學上用以衡量產業集中度的赫芬達指數  (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 HHI；以下將此指數以 HHI 稱之)，與衡量農地產權集中的情形十分相

似，而用來做為比較 1750 到 2000 年間英國 Cheshire 西南部的 34 個城鎮的土地所有權集

中程度。本研究則認為一農地坵塊的產權複雜度，可利用各共有人所擁有一農地面積的

比例 (即「持分」) 加以衡量。基於農地產權的持分資訊可同時瞭解共有人的人數，以及

每個共有人所持有的農地面積大小，此與 HHI 衡量市場具有競爭力與否的廠商市佔率觀

念相近，因而可以做為衡量產權集中的指標。且 HHI 依比例計算的原理，不會受到單位、

面積大小及時間的影響，適合用來衡量農地坵塊的產權複雜程度。故本研究將衡量產業

集中度的 HHI，修改為加總一農地坵塊共有人的持分平方，所得出的 HHI 值將介於 0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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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間，當值趨近於 0 表示產權愈複雜，當值趨近於 1 表示產權趨近於單純，若產權為單

獨所有，則 HHI 值等於 1。例如一農地坵塊由三人共有，持分分別為 5/12、1/3、1/4，則

可計算出該農地的 HHI 值為 (5/12)2 + (1/3)2 + (1/4)2 = 0.347 較近 0，可判斷是相對較複雜

的產權型態。 

二、資料說明與模型設定 

Latruffe and Piet (2014) 認為農地細碎應至少包含農地坵塊數、坵塊面積、坵塊形狀、

坵塊與農家的距離及坵塊間的距離等。本研究以農地重劃區進行實證，考量完成重劃的

農地，於完成重劃當時已將分散的小面積農地整併在一起，也利用標準坵塊的設計改善

坵塊形狀等問題，可視為農地產權結構的新始點，有利於簡化實證問題。嘉義縣辦理農

地重劃集中在 1962-1971 年間，臺灣省政府實施的「第一期十年農地重劃方案」，以及

1981-1985 年間實施的「臺灣省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年計畫」。此兩次的計畫施行，嘉義

縣分別辦理了 57 區 (36,491 公頃) 及 10 區 (7,375 公頃) 的農地重劃 (張維一與張桂霖，

1984)。自 1958 年八七水災開始試辦至最近一次 1993 年於義竹鄉辦理的五間厝農地重劃

區止，本研究利用 2020 年嘉義縣的農牧用地地籍資料，套疊農地重劃區之所屬區段位置，

取得嘉義縣 93 處曾辦理農地重劃之 123,947 筆農地資料，累計面積約 49,000 公頃。 

遵循圖 1 的資料清理過程，先刪除屬單一產權的 25 個台糖重劃區、2 個資料缺失及

17 個農地筆數太少 (少於 500 筆) 的重劃區，共計排除 44 個重劃區的 15,624 筆樣本；其

次剔除 HHI 不合理 2 (HHI 值未介於 0 與 1 之間) 及農地面積小於 1 平方公尺的共 68 筆

                                                                                                                                                         
2 由原始資料計算 HHI 後約有 58 筆農地的 HHI 值呈現大於 1 的不合理情形。推測可能

原因為 (1) 地政單位誤植，由於本研究使用的農地資料時間跨度相當長，登記系統及

方式 (如 1984 年地政電腦化) 改變可能造成資料的錯誤；(2) 資料轉出時因非完整的所

有權部與標示部，而有可能同一所有權部，因移轉、設定物權或其他登記原因，而在

標示部有重覆之情形。而本研究僅使用標示部資料，可能重複計算權利分子，使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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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運用 2020 年地籍資料中登記持分的「權利範圍分子」與「權利範圍分母」，

計算每筆農地產權複雜情形的 HHI。並依據農地重劃區清冊，整理出辦竣農地重劃當時

的重劃區內所有權人數與農地總面積，計算獲得每一農地重劃區辦竣重劃當時之產權情

形。另利用嘉義縣內的「都市計畫區」與「工業區」3空間圖層，計算每筆樣本與都市計

畫區及工業區之空間距離，以為實證變數資料。 

本研究建立「面積細碎化」與「產權複雜化」等二個模型 (實證模型之建立流程詳

見圖 2)，分別以每筆農地面積及 HHI 為應變數，以為「面積細碎化」與「產權複雜化」

的指標，探討其影響因素。方法上，使用一般多元線性迴歸，導入二階段估計方法 

(two-stage estimator)，以解決實證資料的結構性群體效果 (structural group effects) 問題。

由於重劃區的農地資料，屬於具結構性群體效果的樣本，此類樣本具相同區域 (regional 

location) 特性，使屬同一個群體 (重劃區) 的樣本有相同的群體特徵。一般線性迴歸無法

辨別並處理此種非隨機分布的樣本，若以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估計，

將因群體內標準誤群聚現象 (clustering standard errors)，造成殘差的異質性問題，使模型

的標準誤被高估而產生誤差。Borjas and Sueyoshi (1994) 所提出的二階段估計方法則解決

了此類結構性群體問題，以避免線性迴歸估計時，產生群體特徵變數之間高度共線性及

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ion) 值過高等情形。 

                                                                                                                                                         
3 都市計畫區涵蓋嘉義縣內的大林都市計畫區等 28 個都市計畫及特定區計畫，另納入嘉

義市都市計畫，計 29 個都市計畫區；工業區為嘉義縣內的朴子等七個編定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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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證模型建立流程 

肆、實證分析 

為探討農地面積細碎與農地產權複雜兩種農地細碎型態，本研究以嘉義縣農地重劃

區的農牧用地為實證分析對象。一則嘉義縣經重劃的農地面積累計約 49,000公頃，為 2018

年該縣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的 1.5 倍，具代表性。二則嘉義縣辦理農地重劃時間為

1961 年至 1993 年，時間歷經 30 年以上且最近期的重劃區亦已完成 20 年以上，適於觀察

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的時間變化。基於此，本研究建立兩個實證模型：模型 1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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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模型 2 (model 2)，分別用以探討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之影響因素 4 (實證模型變

數詳如表 1)。 

表 1  實證變數說明 

第一階段變數：農地個別因素 

變數名稱 單位 變數說明 
預期

符號 

面積 平方公尺 連續變數。農地坵塊面積。 +/- 

與工業區距離 公尺 連續變數。農地坵塊到最近工業區距離。 + 

與都市計畫區距離 公尺 連續變數。農地坵塊到最近都市計畫區距離。 + 

重劃區 - 虛擬變數。共 49 個農地重劃區，以辦竣重劃

時間最晚的「五間厝重劃區」為基準。 
+/- 

第二階段變數：重劃區特徵 

變數名稱 單位 變數說明 
預期

符號 

完成重劃當時 
產權情形 

每公頃所

有權人數 
連續變數。各重劃區辦竣重劃當時，區內的所

有權人數與總面積(公頃)之比值。 
- 

重劃經歷時間 年 連續變數。辦竣重劃年至 2020 年之歷經時間。 - 

1973 年後重劃註 - 虛擬變數。1973 年後完成的重劃區為 1；1973
年前為 0。 

+ 

註：1973 年制定農業發展條例，其中第 22 條：「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

現有之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部分變更

為非耕地使用者，其變更部分得為分割。」，此項規定為首次於法規中對農地共有

處分進行規範，本研究認為可能會是影響農地產權複雜或面積細碎的重要因素。 

                                                                                                                                                         
4 相關文獻多認為繼承制度是導致農地面積細碎及產權複雜的重要因素，然本研究實證

資料以地政機關所登記的地籍資料為主，繼承資訊雖會在發生繼承登記時登載於權利

異動欄位，但要針對每一筆土地長達 50 年的異動情形逐一清查，只能透過歷年異動索

引，彙整為可用的實證資料有相當大的困難。因而此項雖重要但不可得的變數，在現

況的資料中實難以突破，是以未能納為實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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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實證資料是來自於地政機關土地登記標示部所登載的地籍資訊，實證變數之

敘述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農地面積的平均數為 0.23 公頃 (2,332 平方公尺)，遠小於最

大值的 9 公頃 (93,317 平方公尺)，顯示相當農地數量的面積小於 0.23 公頃。進一步統計

每一地號所記錄的土地面積後發現，0.25 公頃以下的農地筆數，約占總資料 (108,255 筆) 

的 60%，0.5 公頃以上的農地僅約 2%，可看出農地坵塊面積狹小的普遍性。HHI 值的最

小值可達 0.006，表示樣本資料中存在極端產權複雜之農地坵塊。然受限於隱私權保護，

本研究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人資訊，未能針對同一所有權人所持有農地的數量進行分

析，為本文研究的限制。 

表 2  實證相關變數之敘述統計 

第一階段變數：農地個別因素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面積 (平方公尺) 2,332 1,758 1 93,317 

HHI 0.910 0.219 0.006 1.000 

與工業區距離 (公尺) 5,046 2,453 7 11,200 

與都市計畫區距離 (公尺) 1,964 1,354 0 7,018 

樣本數 108,255    

第二階段變數：重劃區特徵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成重劃當時產情形 
(每公頃所有權人數) 

2.94 2.07 0.69 10.32 

重劃經歷時間 (年) 46.57 7.65 27 59 

1973 年後重劃註 23 47%   

樣本數 49    

註：23 為「1973 年後重劃」的樣本數；47% 為「1973 年後重劃」樣本數佔 49 個總樣數

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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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與工業區的平均距離為 5,046 公尺，與都市計畫區的平均距離為 1,964 公尺，可

知受到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之影響，重劃區農地已相當接近工業區及都市計畫區。惟嘉

義縣的編定工業區只有 7 處且規模較小，因而與農地仍保持一定距離。在第二階段的重

劃區特徵變數，重劃平均經歷時間為 46.57 年，最小值亦有 27 年，足以用來做為時間向

度的觀察。而完成重劃當時，不同重劃區內的每公頃所有權人數最小值為 0.69 人，最大

值則有 10.32，可知雖然同樣實施農地重劃，但不同重劃區間的產權狀態仍有很大的差

異。此外，1973 年規定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規定之後，進行的農地重劃區有

23 區，約佔全部樣本 49 個重劃區的 47%。此樣本的平均分配可使此項虛擬變數的分析

不至受樣本數不平衡而產生偏誤。 

一、模型建立 

為衡量個別因素特徵變數，第一階段以 OLS 估計 1a 與 1b 式。應變數分別為農地面

積與 HHI，做為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指標；自變數為農地個別因素，同時對每一重劃區

設置一個虛擬變數 (Zj)，表示不同群體對細碎化程度的總體影響。估計之重劃區虛擬變

數係數 0 jγ 、 1 jγ ，用以表示群體效果。當這些虛擬變數具統計性顯著，表示群體 (重劃區) 

差異會顯著影響應變數面積或 HHI。換言之，由此階段結果可判斷不同重劃區 (即農地

位在不同重劃區) 是否會顯著影響面積細碎及產權複雜程度。 

 
 model 1 0 0 0ij ij j j ijArea Land Zα β γ ε′= + + +  (1a) 

 
 model 2 1 1 1ij ij j j ijHHI Land Zα β γ ε′= + + +  (1b) 

其中， 

i：第 i 筆農地坵塊 

j：第 j 個重劃區 

ijArea ：每一農地坵塊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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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HHI ：每一農地坵塊的 HHI 值 

ijLand ′：農地個別因素特徵變數 

jZ ：重劃區虛擬變數，j = 1, 2,……,48；基準項為五間厝重劃區 

0α 、 1α ：model 1、model 2 的截距項 

0β 、 1β ：model 1、model 2 農地個別因素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 

0 jγ 、 1 jγ ：model 1、model 2 重劃區虛擬變數之估計係數 

ijε ：誤差項 

 

承第一階段的估計結果，將式 1a 及 1b 估計所得之 0 jγ 、 1 jγ ，計算 j j jd Zγ= ，代入

式 2a 與 2b，此時 49 個重劃區即為第二階段的樣本總數。為解決此階段極可能產生的誤

差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使用廣義最小平方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Borjas and 

Sueyoshi, 1994) 估計重劃區特徵變數 ( jConsolidation′ )。考量 OLS 估計方法可能產生的

異質性與穩健標準誤問題，是以參考 Borjas and Sueyoshi (1994) 對於二階段估計方法之

研究設計。於第一階段已有超過 10 萬筆樣本數，足以假設無異質性問題；而第二階段的

樣本數較少，若以 OLS 估計，群體之間可能產生異質性問題，故在第二階段以 GLS 進

行估計，進行穩健標準誤校正。 

 
 0 0 0j j jd Consolidationα τ µ′ ′= + +  (2a) 

 
 1 1 1j j jd Consolidationα τ µ′ ′= + +  (2b) 

 
其中， 

0 jd 、 1 jd ：model1、model2 在第一階段估計出來的重劃區虛擬變數係數值。其中，

重劃區虛擬變數基準項定為 0， 0 jd 與 1 jd 的值隱含第 j 個重劃區對被解釋變數的總群體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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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nsolidation′：重劃區特徵變數 

0α′、 1α′：model 1、model 2 的截距項 

0τ 、 1τ ：model 1、model 2 的重劃區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 

jµ ：誤差項 

 

二、實證結果分析 

實證範圍內農地的 HHI 值主要介於 0.8-1 之間，平均數為 0.91，顯示重劃區的產權

情形多傾向單純，但產權若有共有之情形，其 HHI 值則多在 0.5 以下。此現象顯示一旦

農地產權難以單獨持有，共有產權的複雜度將變得相當高，但 HHI 值在空間上並無集中

於某一特定重劃區之現象。以農地面積來看，每一坵塊的平均面積約為 0.23 公頃，小於

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規範之最小農地分割標準 (0.25 公頃)，凸顯出農地存在面積細

碎問題。觀察全體樣本之結果，農地面積多集中於 1 公頃以下，若考量農業生產的規模

經濟，就必須將這些小面積農地進行整合，才能有效利用農地，此時影響整合成功與否

的產權複雜程度就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農地面積模型的重劃區平均坵塊面積愈大，面積細碎程度愈低；HHI 模型中的 HHI

值愈大表示產權愈趨單純，反之亦然。表 3 說明了第一階段的實證結果，在農地面積 (Area) 

與產權複雜 (HHI) 二個模型，先估計出各個重劃區虛擬變數的係數以反映各個重劃區的

固定特徵效果，即重劃區具群體效果，不同的重劃區影響因變數的特徵不同。此階段因

放入各個重劃區的虛擬變數，且因資料取得問題未能納入一些個別樣本自身的特性變

數，故 R2偏低是可預期的結果。而本研究選取了「與工業區距離」及「與都市計畫區距

離」，以為影響農地細碎的個別因素。旨在瞭解臺灣於六○年代轉型為工業為主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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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後，受到獎勵投資條例 5規定得將私有農地變更編定為工業用地之影響，毗鄰工業區

農地是否因而出現較明顯的細碎化現象。 

表 3  第一階段實證結果 

 model 1 model 2 

應變數 農地面積 HHI 
變數名稱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截距項 2156.865*** 
(30.11) 

0.9119464*** 
(100.62) 

面積 
(平方公尺) 

-- −0.000007*** 
(−11.93) 

面積平方 
(平方公尺) 

-- 0.000000*** 
(8.54) 

與工業區距離 
(公尺) 

−0.022218*** 
(−4.05) 

−0.000000 
(−0.56) 

與都市計畫區距離 
(公尺) 

0.0528099*** 
(7.5) 

0.000003*** 
(3.24) 

49 個重劃區虛擬數 37 個重劃區達 10% 以上顯著水

準 
27 個重劃區達 10% 以上顯著水

準 
R-squared 0.018 0.0117 
Adj R-squared 0.0175 0.0112 

樣本數 108,255 108,255 

註： ***代表在 t 檢定下達 1% 的顯著水準。 

 

                                                                                                                                                         
5 依 1970/12/24 獎勵投資條例 (1991 年廢止) 第 36 條規定「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行

政院應就公有土地編為工業用地，以供發展工業之用。前項公有土地不敷分配時，得

將私有農地變更使用編為工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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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實證結果發現，重劃區的農地與工業區距離與產權複雜程度並未存在關係。而在

面積細碎面向則是具顯著性的負值，表示重劃區的農地與工業區距離愈近，並未發生較

為顯著的細碎現象。推測此項結果可能與嘉義縣編定工業區數量較少，且多為六○年代

編定的小型、地方型的綜合工業區有關，因而並未造成現行鄰近工業區的農地細碎現象 

(吳柏澍，2019)。在與都市計畫區距離的變數，兩個模型皆呈顯著正值，此與預期一致，

說明與都市計畫區愈近的重劃區農地，可能對未來都市擴張帶來的農地價格上漲有較高

的期待，使可分割的農地面積更加細碎，不可或不願分割的共有農地則持續維持較複雜

的共有產權形式。 

表 4 為第二階段實證結果。此以第一階段估計出的各個重劃區虛擬變數的係數 (即

固定特徵效果) 當作被解釋變數，由各項重劃區特徵變數當作解釋變數。由於個別樣本

自身的特性變數 (如繼承) 的資料取得困難的限制，而只能著重在重劃區特徵變數的影響

效果之估計。雖然表 4 中的 R2 值沒有很高，但若與一些同樣採取兩階段估計方法的文章

相比較，也還算合理 6。1973 年後重劃、重劃經歷時間及完成重劃當時產權情形等三個

自變數在面積模型 (model 1) 皆通過 5% 以上的統計顯著水準；在產權複雜模型，則都

達 10%顯著水準。說明農地面積與農地產權複雜度二者的變化，不僅受到 1973 法令規範

之制度修改影響，重劃後歷經時間及完成重劃時的初始產權情形，都顯著影響農地面積

細碎與農地產權複雜之發展。 

                                                                                                                                                         
6 如 Kimihi (2006) 探討 Zambia 的農地面積與玉米產量的實證結果的 R2與 adj R2 僅分別

為 0.207 與 0.193；Pereira (2019) 分析性別與政治課題所得實證結果 R2 亦在 0.2-0.3 之

間。不過，若可在第二階段估計中包括更多重要的重劃區特徵變數，R2 應該可以再更

高。不過同樣受限於資料取得問題，我們只能接受因為忽略一些重要變數 (omitted 

variables) 而導致的偏差以及較低的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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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二階段實證結果 

 model 1 model 2 
第二階段應變數 重劃區虛擬變數係數  

變數名稱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截距項 1580.941*** 
(2.63) 

−0.0799731 
(−1.39) 

1973 年後重劃 −385.395*** 
(−2.65) 

0.0293912* 
(1.82) 

重劃經歷時間 
(年) 

−22.948** 
(−2.05) 

0.0019618* 
(1.83) 

完成重劃當時產權情形 
(人/公頃) 

−76.1112*** 
(−4.08) 

−0.0039652** 
(−2.08) 

R-squared 0.3986 0.2423 
Adj R-squared 0.3585 0.1917 

樣本數 49 49 

註：*、**、***分別代表在 t 檢定下達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1973 年制定的農業發展條例，考量共有農地所有權人對於農地管理利用的意見不

同，將造成日後農地管理利用的困難。亦鑑於當時家庭農場的農地面積已經不具生產的

規模經濟，為防止農地更加細碎化，於法規中明訂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此

制度的改變，在產權模型 (表 4 model 2) 實證結果為正，證實相較於無明確的法令規範，

有減緩農地產權複雜化的效果。此項變數在面積模型呈負值，說明法令規定之於農地面

積細碎，並未有如產權上的成效。即農地面積的分割在 1973 年法令規定後，可能因排除

繼承分割，而無法對農地實質分割為更細碎的坵塊產生遏止效果，故相較於尚未訂定法

令之前，農地面積仍持續變小。 

一般認為農地持有時間愈長，面積與產權可能會因繼承而趨向細碎與複雜。由本研

究的面積模型 (表 4 model 1) 實證結果，重劃經歷時間的符號為負，說明重劃後農地面

積持續隨時間增長而變小。另在產權複雜模型 (表 4 model 2) 的符號卻為正，表示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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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農地，隨著時間的遞移，產權趨向於單純化。重劃經歷時間愈長，代表的是該重劃

區愈早完成重劃，早期農地重劃的重心在於整合所有權人的農地分散問題與建置完整的

農水路系統，以增加農業生產。農地共有產權雖可經重劃分割使產權單純化，但基於農

地耕作面積完整性的考量，共有產權並非重劃最優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農業為主要產

業活動的時期，以農業為主要所得收入的家戶，維持一定面積的耕作是農家經濟最重要

的考量，共有產權的情形可能較容易被接受。 

共有產權的發生多來自於繼承 (Holderness, 2003)，隨經濟結構改變，快速都市化的

結果，農村人口外流，以農業所得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專業農戶大幅減少。目前的農地之

於農家，資產的重要性遠大於生產的角色，農家逐漸缺乏維持大面積共有農地產權的誘

因。或為利於日後的處分與交易，加上法規對於農地分割的規定排除繼承移轉，可合理

推測愈近期的重劃區，農地繼承人可能傾向於重劃時將共有產權的農地進行分割，而不

願以共有產權型式持有較大面積的農地 7。 

現今農地所有權配置是長期演變的結果，Sklenicka et al. (2017) 於研究農地細碎的產

權因素時，提出現今的產權狀態會奠基於某一特定時間點的產權結構。本研究認為執行

農地重劃必須清理當時的產權結構，藉由重劃整合同一所有權人之農地面積與重新整理

產權，可視為現今農地產權結構的始點。此項變數在兩個模型皆通過統計顯著水準且呈

現負值，隱含完成重劃當下的產權結構，某種程度上就決定了現今的產權複雜狀態。即

重劃完成時每公頃所有權人愈多，平均坵塊面積愈小的重劃區，面積依然在較小的基礎

下持續分割，變得更加細碎。於產權模型的實證結果同樣發現，重劃完成時產權較為複

雜的重劃區，每公頃的所有權人數較多，反應在現在產權的 HHI 值，則是數值愈小的複

雜傾向。 

                                                                                                                                                         
7 本研究在無法取得繼承資料做為實證的變數下，無法透過實證模型解釋繼承在農地重

劃區，是否對農地面積細碎及產權複雜有所影響。而多數的相關文獻都認為，繼承制

度是影響農地面積細碎及產權複雜的重要因素，故推測繼承可用以解釋農地重劃區的

共有產權處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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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認為臺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趨勢，將可能使農地所有權朝向單純化，或可

藉農地租賃方式等方法，達到擴大農業經營的目的 (莊谷中，2019)。確實在人口結構改

變的發展下，有助於減輕產權複雜在農地利用上的困境。然產權結構是一種長期性的演

變，若要藉由人口減少的自然發展，解決農地產權複雜的問題，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此外，本研究的實證也發現，即使在辦理過農地重劃的地區，農地面積細碎的情形仍持

續發生。而產權複雜程度整體上雖有單純化的趨勢，但原本產權複雜的重劃區，經過 30

到 50 年的演變，依舊維持著較為複雜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農地產權單純的代價可能是

農地面積的更加細碎。 

如 Gollin (2018) 的研究結論所指出，當農場規模變大時，勞動生產力將會上升，同

時影響農地生產力的關鍵因素，極可能為每位農民可以耕作的面積。故在小規模的農場，

會受到每塊農地面積的限制，而難以透過增加資本投入方式來提高農業生產力。在臺灣，

即使透過農地重劃進行整合後的農地，經過一定時間後，似乎減低了共有產權複雜對農

地利用的負面影響，但農地面積卻更加細碎，隱含著要整合出具有生產規模經濟的農地

面積，將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更高的交易成本，對於提升農業生產力而言，勢必成為一種

負面影響。 

伍、結論 

農地細碎是許多國家長期關注的農地利用問題，過去研究多缺乏充分的數據資料進

行客觀的實證。農地重劃一直被視為是解決細碎問題的良方，過去已有研究證實於重劃

完成時點，農地細碎分散問題確實可以改善，也會達到部分產權單純化的效果。本研究

立基於此，使用重劃區的資料，運用二階段的實證方法，探討農地重劃後農地面積細碎

與產權複雜隨時間經過的變動情形。實證結果發現就長期而言，農地重劃後的農地並無

法長久地維持重劃完成當時的面積規模，但共有產權的複雜問題並不會惡化。即愈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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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農地重劃的農地，產權複雜情形相對於較遲重劃的農地而言，會趨於單純，但面積趨

於狹小。此結果與「農地產權隨時間經過而複雜」的說法相異，顯示共有的產權結構在

重劃區未必會持續，而是透過分割為更小面積的農地坵塊單純化產權的持有。 

以農地重劃區為實證對象，可以檢視農地細碎問題是否能在重劃後就能被解決，抑

或農地細碎問題仍會持續進行。依本研究實證結果，無關繼承的「土地個別因素」變數

中，鄰近都市計畫區的農地面積較小，產權也較為複雜。說明長期都市發展與都市擴張

的結果，造成鄰近都市的農地面積變小。此種現象，即使是具有良好生產環境的農地重

劃區亦存在。而鄰近都市的農地產權較為複雜，或可理解為靠近都市計畫區的農地價格，

隱含變更為非農使用的可能性較高，而有較高的預期價格，在農地管理利用的決策更不

易達成共識，共有人亦不願輕易放棄共有的權利下，使產權繼續維持複雜的狀態。 

換言之，農地重劃確實解決了大部分早期臺灣農業生產環境不佳，包括耕地狹小分

散及農水路缺乏所導致的生產問題，也對當時農地產權不清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良方。

不僅完善農路與灌排水系統、規劃方整農地利於機械耕作，也簡化農地產權與集中分散

農地。即農地重劃完成時的面積與產權狀態，奠定了一個新的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產權

的起點，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確實地達到農地重劃的目標。但重劃完成後農地利用與交易

將回歸市場，在私有產權與均分繼承制度下，很難保持重劃完成當時的成效。表示在農

地面積細碎面向，雖無法保持重劃完成時的成果，但在重劃完成時農地坵塊面積較大的

重劃區，即使隨時間經過而變得細碎，長期間下來也可以保留住較大面積的農地坵塊，

發展具規模經濟的農業生產。相對地，完成重劃以後的產權會隨時間的經過趨向單純化，

有助於整合小面積農地的生產。即使如此，重劃完成時產權相對較複雜的重劃區仍會持

續較為複雜的產權結構。 

由於完成農地重劃時的面積與產權，一定程度決定該重劃區日後的平均農地面積大

小與相對產權複雜度。因而建議辦理農地重劃時，可藉由創造出較大的農地面積坵塊及

儘量單純的產權，將有利於往後農地產權的單純化，也可減少時間因素所加遽的農地面

積細碎情形。然臺灣農地重劃制度對重劃後的農地分配，須將農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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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區位儘量分配於與重劃前相同的位置。這是考慮農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前所持有農地

的自然條件及區位的優劣，以維持重劃前後農地生產力與農地價值的一致性。故若所有

權人持有兩塊農地，且皆符合重劃後的最小分配面積，則該所有權人的兩塊農地並不一

定會被合併成一塊更大面積的坵塊。因此農地重劃區在重劃後，通常會呈現出平均面積

與面積標準差皆變小之結果。也就是說實施農地重劃是使重劃區內的農地都可以達到最

小的適合耕作面積，而不一定要合併為最大面積的坵塊，但重劃會讓區內每一坵塊的面

積變得接近。在這樣的基礎上，相對平均農地面積較小的重劃區，將隨時間的經過而使

農地面積更小。 

許多的研究如 Niroula and Thapa (2005)、Van Hung et al. (2007) 及 Kawasaki (2010) 

都強調利用農地重劃來整合分散的農地。但從本文的實證發現，倘若經整合後的平均農

地面積仍偏小，即使農地重劃可解決農地坵塊分散的細碎問題，但就長期來看，面積狹

小的問題可能會持續，甚而加遽面積細碎的程度。尤其臺灣屬私有產權制度，執行農地

重劃必須保護並尊重農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前的產權與農地所在區位。因此辦理農地重劃

時，往往盡可能滿足每個農民可分回農地的條件，而將最小分配面積設定在相對較小的

條件。如此一來，將難以兼顧擴大生產規模農地的經濟目標。此種分配方式在農地重劃

完成當下，可能不會出現明顯的問題，然隨時間經過，農地持續分割導致面積細碎問題，

將可能成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一大阻礙。既然農地重劃主要著眼於提高生產效率，故

從生產規模經濟而言，訂定分配最小面積時，仍應以農地經營規模為優先考量，甚至依

據當地生產作物及環境條件因地制宜。否則之後農地產權細碎造成的農業生產環境惡

化，後果仍然必須由全民共同承擔。 

此外，從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完成農地重劃時，原本為共有的農地產權可能因

為農地面積太小，無法在重劃後分割為單一產權。抑或當時的所有權人想以共有的形式

維持較大的耕作面積，使得在重劃完成時維持共有產權的複雜狀態，這樣的結果將決定

往後數十年，該地區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程度的發展基礎。以臺灣農地規模多在 1

公頃以下的條件，若要維持具生產規模的農地面積，於農地重劃時即使同一所有權人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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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數塊農地皆大於最小分配面積，亦宜盡量合併為一較大面積農地坵塊。為減低重劃

後農地的持續細分，除應謹慎訂定農地重劃的最小分配面積外，宜建立其他如限制農地

細分的法令，或對保留住較大面積農地給予稅賦優惠等的相關配套機制，以減少未來農

地細分的誘因。本研究運用大樣本的資料，分析的重心著重於農地重劃後農地面積細碎

與產權複雜的整體趨勢與變化。然如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各農地重劃區的個別特性對

於農地面積細碎與產權複雜的變化，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性。故若可針對重要農業生產區

域的農地重劃區進行更深入的農地細碎分析，將對維護農地的完整性與永續性有更大的

助益。 

 

(收件日期為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10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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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 Effects on Farmland 
Fragmentation through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ayi County 
 

Hsiu-Yin Ding *, Tzu-Chin Lin **, and Chia-Hsin Liu *** 

Abstract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s the oldest problem of farmland use around the world, and land 

consolid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as a major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Numerous studies has 

agreed on the functions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mitigating fragmentation and simplifying the 

severity of joint ownership on land. Over one hundred thousand plots within 49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in Chiayi County are examined using a two-stage estimator regression 

model to understand if the longer the time has passed after land consolidation the more 

fragmented the farmland has become in terms of plot area and land ownership, respectively. It 

is found that, in contrast to latter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those plots in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implemented earlier have become smaller in size but their ownership has 

remained simpl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lots with joint ownership have been divided 

into a larger number of smaller plots with single ownership. Moreover, the status of plot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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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nd ownership (single or joint) at the time of completion of a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in plot size and land ownership for many 

years in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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